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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50s, more than 20 Soviet film experts came to China to assist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and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new Chinese film 

construction, assisted film studios an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plants to improve their 

technology, assist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Beijing Film Academy and participated in 

teaching,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film system,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the new Chinese filmmakers successfully inter-

nalized the "Soviet experience", which led to a new situ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ese cinema and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people's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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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电影专家与新中国电影建设的“苏联经验” 

（1949‒1959） 

 

符晓 

[摘 要]1950 年代，20 余位苏联电影专家先后来华，协助制定“一五计划”并对新中国

电影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协助电影制片厂、机械制造厂提高技术，协助筹建北京电

影学院并参与教学，为新中国电影制度、技术、教育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新中

国电影工作者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将 “苏联经验”成功地内化，使新中国电影

建设呈现出新局面，并且促进了“人民电影”的普及。 

[关键词] 苏联电影专家 电影制度 电影技术 电影教育 人民电影. 

 

 

一、“苏联电影专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年间，苏联专家在新中国的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在电影领域也是如此。当时，译制放映苏联电影、译介学习苏联电影理

论、国内电影界组团赴苏学习和苏联电影专家来华援建是中苏电影交流的主要形式。苏

联电影在艺术与理论方面对新中国电影的影响显而易见，但苏联电影在技术与制度方面

对新中国电影发展极为重要的的影响却常被学界忽视。对苏联电影专家的考察，不仅应

当考察其电影与文化方面“交流者”的身份，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作为新中国民族电影工业

建设的“援助者”的身份。对其的考察也需要在放置在电影史的艺术史、技术史、经济史

等视域下进行。 

就中苏电影交流史而言，杨远婴教授在《回眸 20 世纪：中苏电影的历史交集》一文

中已经做了比较完整的论述，尤其对 1950 年代中苏电影交流做了全面阐释，认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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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苏联采用了两种方法:苏联专家走进来和中国学者走过去”，(1)前者包括导演来中国拍

片、集中放映苏联电影、全面学习苏联艺术教育体系、批量翻译苏联电影理论、仿造苏

式电影片场等；后者包括 1954 年时任电影局局长王阑西率团对苏联的电影考察等。限于

篇幅，对于苏联电影专家来华的具体内容，这篇文章并没有做进一步展开说明，也为研

究苏联电影专家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先生从事冷战史的研究，对于苏联专家问题有非常系统的论

述，其著作《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已出至第三版，从各个层面集中讨论了相

关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何估量苏联向中国派遣顾问和专家的动机及其影响；如何评

判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目的及结果；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之前关系的准则和特征等。

其要旨在于，“说明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及相关措施，苏联顾问、专家在

华工作和生活的基本状况，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发生的作用和影响”。(2)虽然此书也

涉及了一些苏联电影专家问题，(3)但整体上毕竟是一部倾向于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

著作，从电影史研究的意义上对苏联电影专家来华的具体内容和相关细节涉及不多。 

由此可见，对苏联专家整体性的研究基本不涉及其中电影专家的内容，即使是在电

影史研究领域，对苏联电影专家相关问题的研究也相对鲜见。相关研究类著作及论文对

此问题也涉及不多。这类论著常以“苏联专家来华”一言以蔽之，鲜少提及专家姓甚名

谁，专精于何种领域，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产生了哪些效果。仅有少数回忆录性质的文

章与访谈提及一些人物及活动，并无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这一方面与研究者的学术旨趣

及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学术惯例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苏联电影专家问题本

身的隐秘性和复杂性使有针对性的研究尚存在困难。集中表现有三：一是存世资料和相

关研究以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为主，涉及电影者不多。中苏同盟形成之后，新中国

在经济上更加依赖苏联，苏联专家来华也是苏联对华援助的主要方式之一，据称，“到

1954 年 10 月赫鲁晓夫来华签订新的援华协定以前，共有 3000 多名专家和顾问到中国来

帮助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此外还有大约 2000 人的军事顾问和专家”，(4)沈志华等人的

冷战史研究也主要建基于此，而对苏联电影专家关注不多。二是 1950 年代对苏联专家的

管理相对混乱，使得一些原始资料、档案和文献无从查考。这是因为，“20 世纪 50 年代

初期很多专家来华是为了解决中国之亟须，而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国家领导

人之间的直接交涉的，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同意管理，也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5)导

致政策、措施、程序、人事、待遇等问题管理混乱，虽然相关制度和政策在不断完善，

但是也无形中影响了原始资料的呈现。三是从 1960 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到中国

“联美反苏”战略的形成再到建立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中苏两国之间无论是官

方交流还是民间交流都受到严重干扰。直到 1985 年 11 月，苏联派苏国家电影委员会主

席叶尔马什为团长的苏联电影代表团 6 人抵华进行友好访问，才开启了新时期中苏直接

电影交流，这个代表团也是 20 多年来“中苏电影界中断来往后苏联第一次派出的电影代

表团访问我国”。(6)这期间，交流中断也阻隔了中苏两国专家和工作者的友谊和交往，整

                                                 
(1)
杨远婴：《回眸 20 世纪：中苏电影的历史交集》，《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 年第 2 期。 

(2)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 51 页，第

161‒163 页，第 158 页，第 121 页。 
(4)杨奎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6 页。 
(4)杨奎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6 页。 
(5)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6)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综合卷·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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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1980 年代，苏联电影专家赴华者寥寥，因为交恶，对苏联电影专家的回忆也很有限，

阻断了苏联电影专家问题的延续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电影专家问题不值得研究。相反，对于苏联电影专家的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苏联电影专家“走进来”并为中国电影提供“苏联经验”不但是电影学

习苏联的两种方法之一，而且，苏联电影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真真切切影响了 1949 至

1959 年的新中国电影建设，尤其是对电影制度和电影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成

为新中国成立几十年的尺度和准则。而且，从传播与交流的角度说，苏联电影专家与上

述传播和交流“事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联系甚至具有互文性，比如，王阑西、钟敬之等

人访苏期间参观苏联电影学院后“商议提出让苏联派遣几位电影教育专家来电影学校教

学，以培养学院建立之后需要的师资”，(7)无形中促成了后来苏联电影教育专家来华讲

学。以此类推，研究 1950 年代的苏联电影专家援华问题十分必要。由此牵涉出来的问题

包括但不限于：苏联电影专家来华的基本情况、历史脉络、人员构成是怎样的？来华苏

联电影专家做了哪些具体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过程为新中国电影积累了哪些

“苏联经验”？这些经验如何影响到新中国电影此后的发展？只有厘清这些问题的前因后

果，才能真正理解 1950-70 年代及新时期初年新中国电影的隐秘脉络，并为中国电影史

研究提供新的全球化研究视角。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电影专家的历史面相 

从整体上看，苏联电影专家来华时间与历史学家所统计的苏联专家持续来华时间基

本一致，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性（详见图 1(8)），就目前的统计，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

1953 年、1954 年、1955 年和 1957 年，1956 年相对较少。有记录的苏联电影专家成团来

华大致有四次，这构成了 1950 年代苏联电影专家来华的基本样态，此外还有一些专家基

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曾经来换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9 年到 1959 年，来华协助中

国进行电影制度和技术建设的苏联专家约有 25 人(详见图 1)，其中大部分是受文化部邀

请而来，多属于电影技术专家。 

 
图 1 1950 年代苏联技术专家和电影专家来华人数时间分布 

 

                                                 
(7)钟获之：《钟敬之传：一个时代的艺术记忆》，作家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21 页，第 214 页，

第 217 页。 
(10)吴迪：《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 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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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苏联电影专家来华主要是基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急需，据考证，“到

中国来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无论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完全是中

国政府自己请来的，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9)乍看上去，电影

似乎与“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无关，但实际上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很重

要的作用，1951 年文化部呈送给中宣部的《加强党对与电影创作领导的决定》开始就提

出，“电影是最有利和最能普及的宣传工具，同时又是一个复杂的生产企业”，(10)一方面

强调的是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了电影的技术和工

业属性，涉及文艺意识形态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学艺术

界开展整风学习》和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等系

列文章基本确定了当时新文艺发展的方向，尤其是作为“事件”的“批判《武训传》”形成

了电影创作和批评的意识形态尺度。而在制度和技术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开展

农村生活生产的解放区电影工作者在面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技术设备时确实显得力不

从心，所以早在 1949 年 1 月，欧阳予倩等人在《电影政策献议》中就已经提出了“聘请

外国技术专家来华，协助制造及训练工作”等建议。(11)再如，在苏联专家来华的盛期

1954 年，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王阑西向周恩来请示 4 个问题，包括：1.有 6 项电影

工程拟请苏联搞设计;2.南京电影机械厂拟聘请苏联电影机械制造工程师 1 名;3.抽调专人

负责筹建胶片工业;4.请高教部派留学生去苏联学习。(12)可见，当时对苏联电影专家的需

求已经基于某些具体问题，这说明聘请苏联专家是中国电影局领导有意为之，换句话

说，聘请苏联专家解决 1950 年代的电影问题是电影界的一种“自觉”。 

 

表 1 1950 年代来华苏联电影专家情况表(13) 

 

序

号 
专家 职务 所在部门 来华时间 在华期间主要贡献 

1 

米海伊尔 ·安德

烈维奇·戈尼沙列

夫斯基 

高尔基电影制片

厂总工程师，电

影制片设备专家 

文化部 1953.1.7 协助制定第一个五年计

划；组长； 

2 

格涅维舍夫 ·格

列布·费通格维奇 

电影部技术局副

局长，电影机械

制造专家 

文化部 1953.1.7 协助制定第一个五年计

划； 

3 

保 德 高 罗 杰 茨

基 ·康斯坦丁 ·康

斯坦丁诺维奇 

电影照相科学研

究院化验室科学

领导人，胶片制

造专家 

文化部 1953.1.7 协助制定第一个五年计

划； 

4 
安东诺夫 · 谢尔

盖·米海诺维奇 

影片加工及洗印

专家 

文化部 1953.1.7 协助制定第一个五年计

划； 

5 

杜宾瓦西里·费通

洛维奇 

斯维尔德洛夫斯

克省电影网管理

局局长，电影及

发行专家 

文化部 1953.1.7 协助制定第一个五年计

划； 

                                                 
(10)吴迪：《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 81页。 
(10)吴迪：《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 81页。 
(11)欧阳予倩等：《电影政策献议》，载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 页。 
(12)俞贵庚：《王阑西与电影事业》，《电影技术》，2006 年第 2 期。 
(13)

由于当时和现在俄语译名的巨大差异，专家姓名的原文及更多信息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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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茹拉夫廖夫 导演，电影艺术

专家 

文化部电

影局； 

1954.11 电影局总顾问；到各个基

层了解情况； 

7 
别力亚耶夫 电影机械制造专

家 

文化部电

影局； 

1954.11 总工程师；因病先回国；

1955 年曾考察长影厂； 

8 
雷宾 电影机械制造专

家 

文化部电

影局； 

1956.6.15 总工程师；接替别力亚耶

夫； 

9 

洛什卡廖夫 洗印专家 文化部电

影局 

1954.11 1955 年曾考察长影厂；提

出 “向肮脏作斗争 ”的口

号； 

10 
雅可夫列夫 摄影师 文化部电

影局 

1954.11  

11 
戈尔登 录音师 文化部电

影局 

1954.11  

12 
鲍·玛·卡赞斯基 表演专家 北京电影

学院 

1955．9 担任指导教师排练了《第

十二夜》《仇敌》 

13 
鲍·格·伊万诺夫 莫斯科电影学院

教授，导演 

北京电影

学院 

1955．9 主持导演干部专修班 

14 
西蒙诺夫 莫斯科电影学院

教授，摄影专家 

北京电影

学院 

1955．9 1957 年和钟敬之一起到广

州考察； 

15 
B·安东年柯 电影经济学家 北京电影

学院 

1955．9  

16 

巴耶夫 电影机械制造专

家 

哈尔滨电

影 机 械

厂、南京

电影机械

厂 

1955.8 1956．8．13-19，在哈尔

滨电影机械厂厂长会上做

了《保证产品质量基本条

件的报告》；指导放映机

制造技术； 

17 

波波夫 电影机械制造专

家 

哈尔滨电

影 机 械

厂、南京

电影机械

厂 

1955.8 指导放映机制造技术； 

18 
霍诺维奇 电影胶片制造专

家 

电影胶片

厂 

 指导电影胶片的生产工

作； 

19 

格列维舍夫 电影机械制造专

家 

南京电影

机械厂 

 促使机械厂在一年之内就

解决了农村电影放映难的

问题； 

20 康德拉索夫 洗印专家 文化部  1956.6.24 赴长春调研 

21 阿尔茨舍夫 洗印专家 文化部  1956.6.24 赴哈尔滨调研 

22 
菲尔索夫 特技摄影专家 文化部 1957.4.2 根据 1957 年中苏文化协

议 

23 扎哈洛夫 电影化妆专家 文化部 1957.4.12 同上 

24 
戈里科夫 电影特技美术专

家 

文化部 1957.4.24 同上 

25 

尼·彼·潘可娃 苏联表演艺术家 北京电影

学院 

1959.8 为表演师资进修班上课，

排练苏联话剧《乐观的悲

剧》，离华时茅盾亲自写

了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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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来华的苏联电影专家也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既要符合中国相关部门的具体

需求，又要符合苏联政府对专家的要求，还要具有专业的电影技术和艺术储备。在苏联

方面，理论上的标准是志愿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应“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

同时还于 1950 年苏联部长会议上通过决议，批准了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等事宜的相关工作

细则；而实际上“派遣专家的问题最初是由联共（布）中央直接管辖的，但具体负责人员

关注的只是专家的政治背景”，以至于“有无党证”成为重要甚至绝对的标准。这也从另一

个角度说明，苏联专家的政治成分成为选派与否的重要尺度。 

在中国方面，第一次文代会实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电影工作者的“会师”，实际上当

时的电影界并不缺少导演、演员、编剧等专业人才，缺少的是对国家电影制度的统筹规

划和专门的电影技术人才，也正是基于此，“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称“一五计划”）中

涉及电影方面的计划制定，才迫切地需要苏联专家的指导。由此，能否为新中国电影提

供制度和技术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成为当时聘请苏联专家的标准。从所聘请电影专家的

身份上看，这二十几位电影专家涵盖了制片设备、机械制造、胶片制造、加工洗印、电

影发行、电影经济以及导演、录音、表演、特技、化妆及电影教育等各个门类，其中又

以机械制造、加工洗印和电影摄影专家居多，恰符合当时对电影建设的需求。 

苏联专家在华期间的生活和待遇经中苏两国多次交涉并达成一致，虽然在来华早期

管理上存在一些漏洞和混乱，但高待遇也保障了苏联专家的生活，以保证对华援助得以

顺利进行。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苏联专家大多由两国高层领导人直接对

接，所以程序上省去了很多环节，以至于在其中一段时间里，文化部可以不经由外交部

而直接聘请苏联专家。在文化部层面，为接待苏联专家会专门组成工作组，负责协调苏

联电影专家的管理、生活、要求等，比如陪同专家调研、为专家提供相关材料和数据

等；在其他层面，几乎都有专门接待部门，并视苏联专家为上宾，如北京电影学院 1955

年成立的外国专家工作室，“主要是面对当时来校授课的苏联专家，协助他们安排对内对

外的各项活动”，(15)工作室由时任院党委书记的钟敬之兼任主任，可见其规格之高。 

三、苏联电影专家与新中国电影制度的顶层设计 

苏联电影专家对新中国电影的最初帮助是协助中国电影工作者参与制定“一五计

划”。1953 年 1 月，受文化部邀请，苏联电影专家米海伊尔·安德烈维奇·戈尼沙列夫斯

基、格涅维舍夫·格列布·费通格维奇、保德高罗杰茨基·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安东

诺夫·谢尔盖·米海诺维奇、杜宾瓦西里·费通洛维奇一行五人来华帮助文化部电影局制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同年 4 月返苏。 

“一五计划”的制定是 1950 年代初期的重要内容，为配合苏联电影专家的工作，电影

局还调集司徒慧敏、汪洋、郑博璋、李牧、周从初、钟敬之等人组成“专家工作小组”，

共同完成“一五计划”编制工作。钟敬之曾回忆说，“为了抓住电影事业规划中的重要环

节，他们首先了解全国行政区域、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分布以及逐年电影观众人次的

增减情况；为了取得制片基地的实际资料，他们亲自到各制片厂了解技术设备条件及人

员情况，特别重视对洗印车间的改造；为了建设电影工业并明确其发展方向，他们指出

自力解决放映机制的方案及产品型号，又对选择建设胶片厂的厂址，广泛搜寻并视察了

山西、四川、河北等几个地区，最后选定在保定。”(16)可见，这些苏联电影专家为了开展

相关工作进行了很多调查，倾注了很多心血，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15)

院志编辑委员会：《北京电影学院志（1950‒1995）》北京电影学院，内部资料，2009 年版，第

263 页、第 384 页，第 263 页、第 18 页，第 263 页、第 18 页，第 263 页、第 6 页，第 263 页、第

248 页。  
(16)钟敬之：《人民电影初程纪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0‒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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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钟敬之又起草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和《关于

建立电影放映网和电影工业的决定》，两个决定与 1953 年 12 月 24 日政务院第 190 次政

务会议通过，成为电影“一五计划”的重要补充。前者从“制片的方针与任务”“电影题材计

划的制定及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电影剧本、影片的审查制度”“改进影片生产制度

和提高技术质量”“提高、培养和补充电影干部”等五个方面对新中国电影制片工作提出了

要求，并对一些方面提出了量化标准，如“在制片厂建立新的洗印工作间，使影片的洗印

达到一定标准。同时准备条件，争取在三、五年内修建新的制片厂以便能有计划地生产

彩色故事片”。(17)后者从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方针、加强电影放映工作管理、加强改进影

片的发行工作、电影放映队的企业化经营、统一全国放映机规格、着手电影胶片制造工

厂、有计划训练放映人员、等八个方面对电影放映网和电影工业提出要求，其中的量化

指标更多，所提出的问题也更具体。(18)由此两《决定》可见，苏联电影专家一方面按照

苏联电影制片、放映和工业的逻辑思考中国电影制片，并为确立相关目标做了大量的基

础调查工作，另一方面也致力于集中解决新中国电影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已经注意到

电影是“教育”广大人民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所以极为重视放映网的建立工作。 

在苏联电影专家的帮助下，参照了苏联电影制度的新中国电影制度的顶层设计开始

形成，集中体现在“一五计划”上，《计划》中第九章第二节涉及电影的部分主要包括组

织文艺力量丰富电影创作、量化电影创作、发展城市和乡村的电影放映网和新建电影制

片厂、影片洗印厂、胶片厂等四个方面的内容，(19)与上述两个《决定》形成合力，在多

方面产生影响。从城市和乡村电影放映网的角度言，苏联电影专家不但亲自在电影放映

网管理学习班与全国电影网讲习会上授课，而且还到中影公司座谈，最后提出具有建设

性的建议和意见。李道新教授曾专门考察这一时期的电影放映网问题，并认为 1950 年代

是发行放映网的快速发展期，这与苏联电影专家对此问题的规划和设计不无关系，他指

出，“电影发行放映领域专业人才的不断增加，尤其苏联专家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观点，

对电影局的发行放映网发展计划以及中影公司的运作思路，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20)

从胶片洗印的角度言，苏联专家提出在制片厂建立洗印车间外，还必须建立单独的洗印

工厂，以便进行制片厂底片的大量复制，并认为洗印厂设备还需逐步从黑白电影过渡到

彩色电影，将 16 毫米复制印制到 32 毫米胶片上，保证提高机器的生产率。在考察相关

电影制片厂洗印能力后，提出改善胶片洗印工艺和技术的建议，还建议建设一个或两个

黑白片和彩色片 35 毫米与 16 毫米影片的洗印厂。及至 1980 年代，中国洗印生产的格局

“基本上还是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建设和发展的”，(21)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放映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电影院集中在大城

市导致广大农村地区看不到电影并且接受不到电影教育和以电影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教育及

国民教育，因胶片洗印等问题又导致“进步片”数量完全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这些问题亟待

解决。虽然 1949 年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6 日文化部电影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电影发行会议

                                                 
(17)《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政务院第一

百九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 《电影艺术译丛》，1954 年第 1 期。 
(18)《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纲与电影工业的决定(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政务

院第一百九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电影艺术译丛》，1954 年第 1 期。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

第 142 页。 
(20)李道新：《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网：一个历史的考察》，《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 
(21)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出版社不详），1995 版，第 45‒46

页，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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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研究了相关事项，(22)但邀请苏联电影专家参与制定“一五计划”已经说明解决放映网问

题的措施仍需苏联专家给予具体指导。“人民文艺”中“人民电影”的普及，正是建立在发行

网及放映设备的制度设计基础上。这样一来，“苏联经验”就成为新中国电影制度的顶层设

计的主要来源，也正是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顶层设计，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制度奠定了

基础。以此为理路，新中国电影工作者不断将苏联经验与中国电影制度建设相结合，并在

1960年代之后逐步探索出了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制度和体制系统。 

四、苏联电影专家与新中国电影技术的“苏联经验” 

在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新中国电影制度建设过程中兼及了电影技术方面的诸多考

量，这符合当时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当时，苏联专家来华援助对经济和技术的侧重

也表现在电影专家层面，新中国电影放映、洗印、胶片等技术的缺失或不平衡使提高中

国电影技术成为迫切需求，这也是在所有来华电影专家中以电影机械制造专家、胶片洗

印专家居多的原因。中国政府和文化部并没有相关文件专门邀请苏联电影技术专家，但

很多电影专家的专长都集中在技术领域，前述协助制定“一五计划”的几位专家就不乏技

术专家。此外，1954 年 11 月，受文化部电影局邀请，茹拉夫廖夫、别力亚耶夫、洛什

卡廖夫、雅可夫列夫和戈尔登来华，成为电影局顾问，专门负责解决中国电影问题，这

些专家及 1955 年来华的巴耶夫、波波夫和格列维舍夫等专家都为中国电影技术提供了苏

联经验。 

首先，苏联电影技术专家参与指导电影制片厂的生产、放映等相关技术工作。电影

制片厂在 1950 年代的中苏电影交流一直处于核心位置，在 1957 年中苏双方签署的文化

协定上特别强调了应该加强两国电影制片厂的厂际交流，(23)可见重视程度。1955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15 日 ，茹拉夫廖夫、别里亚耶夫、罗什卡廖夫等三位专家在司徒慧敏和马

守清的陪同下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称“长影厂”）进行考察。考察团工作历时 25 天，

对长影厂的艺术创作领导、生产管理、技术管理、基本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考察了

解，分别召开了 10 余次座谈会，对长影厂的方针任务、发展方向直至各部门的具体任

务，专家们都提出很好的意见。同年 5 月，他们又赴上海电影制片厂对一些艺术及技术

问题提出建议。1956 年 6 月，茹拉夫廖夫还与苏联化妆专家一起到上影厂了解生产情况

并帮助工作。对苏联电影专家的意见，制片厂非常重视，茹拉夫廖夫等人考察之后，长

影厂即向文化部做了《关于苏联专家到厂工作情况的报告》，厂长亚马在全厂大会上做

了《认真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报告》，报告对施行专家的建议提出了具体措施，其重视

程度可见一斑。 

苏联专家到电影制片厂了解情况并非简单参观，而是切实解决厂内技术问题。比如

针对上影厂影片画面不干净的问题，洛什卡廖夫提出“向肮脏作斗争”的口号，指导制片

厂租用前“新新公司”已经停用的制冷量 30 万大卡的冷气机，建立空气调节系统，制定清

洁制度，进入洗印车间要换鞋，要换上工作服，并开展“捉老白虱”的行动，使得印出的

底片拷贝细白点大大减少，提高了胶片质量。(24)再如，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长影厂于

1959 年新建了一座大型摄影棚，也就是后来长影人引以为傲的第七摄影棚，影棚规模相

当，配套设施完善，在当时极具现代性。 

其次，苏联电影技术专家参与哈尔滨电影机械厂和南京电影机械厂的技术改良工作，

并给予指导和改进。当时，文化部电影局确立了以南京、上海、哈尔滨为主要研制基地的

                                                 
(22)《文化部电影局首届行政会议，决定今年影片生产计划，坚定地继续贯彻工农兵方向》，《人

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7 日。 
(23)

《关于签订中苏文化合作协 1957 年度执行计划的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

报》，1957 年 1 月 25 日。 
(24)《上海电影志》编撰委员会：《上海电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5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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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机械发展框架，所以两个机械厂地位特殊。按文化部要求，巴耶夫曾亲自指导哈尔滨

电影机械厂的工作，加上机械厂从苏联引进了“卡波特 1”型电影放映机全套图纸，并通过

自己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仅用了 1 年左右的时间，于 1957 年研制成功新型产品，命

名为‘松花江 5501 型’，在以后的日子里驰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发展成为我国电影放映设

备行业中历经数十年而不衰的著名品牌。”(25)可见苏联专家改良技术产生效果的持续性。

在南京电影机械厂，格列维舍夫看到“200 型放映机在农村放映时，虽然按设计标准是供

500 人观看，可实际上竟有几千人在观看”， (26)就提供了可在室外放映、供 3000 人观看的

乌克兰型放映样机和图纸，促使机械厂在一年之内就解决了农村电影放映难的问题。此

外，巴耶夫也曾到南京电影机械厂，帮助该厂解决摄影片窗划痕问题。(27)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苏联电影技术专家对新中国电影技术的指导和帮助，其作用

在于，苏联电影专家不但亲自解决了当时电影技术上存在或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在此

过程中以“学徒制”的形式带起了很多中国电影技术专业人员，使他们的苏联经验得以传

播开来。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与电影制度及电影教育建设相比，苏联电影专家在技术上对中

国电影建设的帮助具有一些特殊性。一是其作用尚处在协助、帮助层面而非主导，比之

于 1950 年代苏联专家总量，电影技术专家数量有限，当时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的技术提升

问题，远不是这几位专家能解决的，所以技术提升的主体还是中国电影工作者，比起电

影制度和教育层面苏联专家的绝对话语权，技术专家的责任主要侧重于指导而不是主

导。二是电影技术专家解决的都是指向具体需求的“小问题”，技术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

和教育问题那种宏观性，专家只能解决电影技术点的问题而不是面的问题，有对症下药

之意，这也是电影技术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三是电影技术专家所解决的问题具有时限

性，即只能在一个相对的时间里起作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技术一直在发展，

尤其是 1980 年代引入美国技术之后，很多技术逐渐“美国化”使得苏联专家所带来的技术

只是一个特性时代的技术“衔接”，不像电影制度和教育产生影响所具有的长时间和延展

性。可见，单就电影技术来说，苏联专家解决的多为关键性问题，重要的是苏联专家对

中国电影技术从业者的培养，正因如此，中国电影人才能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不断

实践出属于自己的电影技术体系，使电影技术不断向前发展。 

五、苏联电影专家与北京电影学院早期电影教育的开拓 

电影教育是苏联电影专家指导中国电影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聘请苏联电影专家

协助创建电影学校并开展教学活动的思考良有以也。其一，早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参与制

定“一五计划”时，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中苏电影之间的差距，并发现“电影人才的培养问题

迫在眉睫”，(28)坚定了本来就已经形成的筹建专门电影学校的信念。其二，在上述两个

《决定》下发的领导批示中，出现了“各艺术院校应贯彻培养专才的方针，努力学习苏联

艺术教学的经验，并可聘请必要的苏联教员”的批示。(29)其三，1955 年，根据中国电影

赴苏考察团之前提出的申请，文化部党组根据政务院关于《电影局应积极准备条件，争

取四、五年内创办电影艺术学院》的决定，“决定聘请四位苏联专家来校讲课，开办导

演、表演、摄影、制片四个专修班”。(30)其四，聘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大学任教或兼职也是

                                                 
(25)张军：《创新图变话沧桑——写在哈尔滨电影机械厂厂庆 55 周年之际》，《影视技术》，2005

年第 7 期。 
(26)王嘉猷：《我和司徒慧敏与中国电影机械研究》，《影博·影响》，2019 年第 2 期。 
(27)王嘉猷. 我和司徒慧敏与中国电影机械研究[J]. 影博·影响，2019(2). 
(28) 钟获之：《钟敬之传：一个时代的艺术记忆[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29) 钟获之. 钟敬之传：一个时代的艺术记忆[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30 )院志编辑委员会. 北京电影学院志（1950‒1995）[M]. 北京：北京电影学院，内部资料，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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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潮流之一，根据 1954 年发布的《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有无

苏联专家甚至成为重点大学需要必备的条件之一。基于以上多种原因，1955 年 8 月，

鲍·玛·卡赞斯基、鲍·格·伊万诺夫、西蒙诺夫和 B·安东年柯等四位专家先后抵京，开始

协助筹建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称“电影学院”）。 

来到电影学院之后，四位专家大致做了两项工作，建校前是“开始与筹建小组讨论研

究专修班的教学计划、专业课的教学大纲及教学实习安排等问题。在招生中，四位苏联

专家分别主持了四个专修班考生初试、复试，考核了考生的影片作品，确定了录取名

单”。(31)建校后是以培养师资为重点举办了导演、演员、摄影、制片四个专修班，讲授理

论课和电影实践课，先后拍摄了《小白旗的风波》《众叛亲离》等九个联合作业影片片

段，并排演了舞台剧《仇敌》和《第十二夜》，周恩来总理曾亲自观看《第十二夜》的

演出，“并接见苏联专家与学员，对专家的教学和学员的学习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

励。”(32)在此过程中，苏联专家向电影学院师生传授了大量的苏联电影经验，据郑国恩老

师回忆，仅西蒙诺夫就惠其良多，不但专门开设摄影技术、摄影技巧、摄影创作等课

程，而且十分注重实践教学，注重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注重摄影超越于技术性的艺术

性，在教学计划和教学环节等方面也开电影学院同类教育之先河。(33)此外，1959 年 8

月，电影学院聘请尼·彼·潘可娃来校任教，她于 9 月 24 日为表演师资进修班上课，后来

还指导排练了孙维善翻译的苏联话语《乐观的悲剧》，在京公演 23 场，饱受好评。 

上述任教于电影学院的苏联电影专家对 1950 年代建校初期的学院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首先，苏联专家为电影学院带来了苏联电影体系，据谢飞老师回忆，他们“把莫斯科

电影学院那一套体系搬来，对 1956 年建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苏联模式：分科招

生，分科培养，专家治校。”(34)按此标准，导演系和摄影系的教学计划都是在莫斯科电影

学院的教学计划基础上制定的，这一系列教育体系的传播与受容形成了电影学院最初的

教学制度和教学体系。其次，苏联专家的讲授影响了多位作为学生的电影导演，其中包

括谢添、林农、郭维、于彦夫、武兆堤、王炎、董克娜等 25 人，班主任田风和协助专家

教学的教员郑君里、张客、石联星、周伟、汪岁寒等也参加了培训，虽然苏联专家的讲

授偏重理论，但是也使这些电影工作者“学到了东西”。(36)其重要性还在于，几位电影学

院成立之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长春电影学院，他们将习得

的“苏联经验”转教给学生，使长春电影学院短暂的教学活动也充溢着苏联电影教育的思

想，并培养出了多位作为第四代“偏师”的电影导演，从中也可见“苏联经验”对中国电影

教育的更为深远的影响。再次，苏联电影专家在指导电影工作的过程中还使苏联电影理

论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流散开来。如苏联专家在讲学过程中对蒙太奇理论的强调深深

影响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如徐谷明），(37)卡赞斯基带来并以身示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表演体系就成为重要的适合讲授的表演理论，她不但从理论上给学生们讲授表演的真谛

和内涵，而且还将理论与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相结合，(38)使很多人受益，这些脚前脚后的

传播无形中使电影理论在中国得到深化和发展。 

                                                 
(31 )院志编辑委员会. 北京电影学院志（1950‒1995）[M]. 北京：北京电影学院，内部资料，2009. 
(32) 院志编辑委员会. 北京电影学院志（1950‒1995）[M]. 北京：北京电影学院，内部资料，2009. 
(33 )杨远婴, 丁宁：《访问影坛前辈，谈苏联对新中国电影创建的影响：采访摄影系郑国恩教

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34)谢飞,王垚：《1950‒1960 年代的导演教学——谢飞教授访谈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5 年第 1 期. 
(36) 谢飞, 王垚. 1950‒1960 年代的导演教学——谢飞教授访谈录[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Z1). 
(37)

谢飞, 王垚. 1950-1960 年代的导演教学——谢飞教授访谈录[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5(Z1). 
(38)

杨静：《苏联专家在表演上对我的帮助》，《中国电影》，195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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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电影学院时期，解放区以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电影团电影人才培训为中心的电

影教育只注重摄影和放映的技术形式，并不成系统，唯一可以与电影学院进行比较的是

金陵大学电影工程系（见表 2），从二者的比较中可见电影学院教学模式的苏联特色，

也可见中国电影教育经由“苏联经验”的转向和转型。从 1936 年开办第一期电影训练班到

1947 年影音部迁回南京并逐渐发展，金陵大学电影工程系渐次形成规模和体系，其“在

课程设置上首先是参照了美国的模式，把学生对媒体技术上的知识和能力作为重点培养

方向”，(39)这种“美国经验”一直持续至新中国成立，成为金陵大学电影教育的一般样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学院的成立及其教学制度的形式，实际上是一个以苏联经验取代

美国经验的过程，历史地看，既是中国电影教育的重构，又是“冷战”在电影领域的投

射。 

表 2 金陵大学电影工程系与北京电影学院的比较 

 

 金陵大学电影工程系（1940s） 北京电影学院（1950s） 

参照体系 美国 苏联 

培养方向 技术知识和能力 精通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 

师资来源 校内外专家 苏联专家和中国校内外专家 

基本学制 四年（未完全贯彻） 开始两年，后来四年 

学生来源 全社会 从专业人员到全社会 

课程制度 学分制 班建制 

实践侧重 科教片、纪录片 故事片 

课程体系 偏重技术性的课程体系(技术) 偏重电影专业性的课程体系（艺术） 

专业设置 电影工程、无线电工程、电影

艺术、文艺教育 

导演系、演员系、摄影系、放映师范专

修班 

 

余论：“苏联经验”与“人民电影” 

在苏联电影专家来华的 1950 年代初期，新中国电影既是扫盲工具，又是教育工具，

是“人民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电影”。所谓“人民”既强调了群众的“政治性”，又

强调了群众的“广泛性”，这样一来，1950 年代的电影普及就成为党和国家开展电影建设

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在广大农村，看电影的人越多，电影普及率越高，受教育的人也就

越多。由此观之，1950 年代来华的苏联电影专家对中国电影的指导、帮助以及贡献恰恰

指向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技术建设，苏联专家和“苏联经验”的落

脚点其实都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电影，只有放映、胶片、洗印等电影技术的提升，才

有更丰富的资源生产、发行、放映电影，才有“人民电影”的普及，才有更多的人看到新

中国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专家和“苏联经验”对于当时新中国电影建设的指导及

其侧重最终的指向也是“人民电影”。 

尚需说明的是，之于作为概念和本体的“人民电影”，“苏联经验”都只是一种补充，

是对中国电影制度、技术和教育的补充，而“人民电影”的内核依然是自《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所强调的“人民性”。一方面，“人民电影”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它

与“人民文艺”一道，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中探索总结出来的文艺样态和

形式，即便是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自苏徂华之后也被赋予很强的“中国”

性，因此可以说，在借鉴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人民电影”既是本体，也是主体，而苏联

经验是支撑；另一方面，“人民电影”强调的是新中国电影的内在思想和精神底色，偏重

                                                 
(39)

籍之伟, 钟大丰等：《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教育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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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所谓苏联经验所指涉更多的是形而下的技术经验，所以苏联经

验对“人民电影”内涵和实践的建构作用是间接而非直接的，这是在讨论“苏联经验”和“人

民电影”电影关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更深远的层面说，无论是电影放映网经验，还是电影工业经验，亦或是爱森斯坦

的蒙太奇理论体系，其背后所蕴藉的是苏联电影制度和文化的核心，苏联专家来华并传

授“苏联经验”实际上是一种苏联电影体系、制度、技术和文化的输出，这种输出既满足

了两国之间政治上互信的诉求，又满足了新中国对电影工业诸要素的需求。这一过程不

但印刻着苏联的电影传统和发展趋势，而且也裹挟着具有“冷战”意识形态的国家意志，

其输出至中国从本质上是在深化和加强已经蔓延到亚洲的冷战秩序，将苏联和中国更加

紧密地联系起来，其现实表征是假苏联电影经验夯实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以苏联和中国为中心的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文化共同体。换句话说，苏联

电影专家来到中国这一“事件”既源于冷战，又指向冷战，既有电影史意义，也有政治史

意义。至于苏联经验所隐含着的与历史、政治、外交相关的更为隐秘的逻辑及其对电影

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影响，则是更加复杂并且同样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无论是对“人民电影”的指向，还是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指向，都已经成

为历史。但是剥离开尘封材料的历史价值会发现，这些材料及其蕴藏的影响同样具有指

向当下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以苏联为参照系的新中国电影制度在某些层面至今仍然发

挥着作用，既体现在电影制度顶层设计上，又体现在相关政治的落实上，尤其体现在以

电影学院为中心的电影教育上，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如此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厘清“苏联经验”在新时代的新价值和旧思想，就变得格外重要，因为这有可能成为

中国电影改革的向度之一。另一方面，“人民电影”并不止于一个历史概念，如何在新的

历史时期重新唤起“苏联经验”对“人民电影”的建构和影响及其关联，并在历史中重新思

考如何重构新时代的“人民电影”，也是一个问题，关乎中国电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这样看来，苏联电影专家所勾连出来的“苏联经验”和“人民电影”等问题，具有很强的现

实性和当下性。 

同时，对苏联电影专家的考察，又在方法论上提示着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新视角。揭

示苏联电影专家在多重意义上对新中国电影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制度设计与技术基础

上的影响，可以为 1950‒1970 年代及新时期初年的新中国电影研究重要的补充，提出在

电影的艺术方法和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脉络，如电影的“计划经济”究竟如何形成，发行

放映体系如何设计，胶片、洗印、放映等技术体系如何建立并如何发展出相应的电影美

学体系，电影教育如何进行等；而这些脉络均已不同程度影响到这一时期电影的创作与

接受。进而，这一考察还能将这一时段的新中国电影置于冷战的全球视野当中，这一全

球性的视角所要求的不仅是比较文学式的“影响研究”或是乔治·萨杜尔式的“人民民主国

家的电影”整体研究，同时也是一种实在论（Realism）的电影史方法，从制度、技术和

教育等角度，以全球性的视角反观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艺术与意识形态研究，会带来一些

新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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